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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作为当代政策过程研究领域的两大学派，存在其自身缺陷。作者在

批判性地继承该两大学派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中国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

影响力。通过对思想库影响力的结构化和中国政策过程中思想库行为的理论梳理，本文提出

了解释中国思想库影响力成因规律的 5 组理论假设。作者于 2004 年开展的中国思想库调查提

供了这些理论假设在实证上的证据。统计分析表明，半官方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过程更具有

行政体制网络关联度，民间思想库的行为更具有个人网络与知识能力关联度，而社会其他政

策参与者的知识运用能力只对民间思想库的影响力产生作用。这些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知识

网络对思想库影响力的作用与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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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思想库可以定义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薛澜等，2006：

324）虽然学者们早在 1970 年代就已经注意到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例如：Dickson, 

1971；Daniel，1976)，但从理论上解释思想库影响力的努力却一直不那么成功。过去，有一

些西方政治学理论曾附带地提到过思想库及其影响力的问题。多元理论（Pluralist Theory）

（Robert,1967）认为，思想库确实可以作为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参与到与诸如贸易工会、环保

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政策的竞争之中。基于多元理论，思想库之间表现出对于观点

和经费上强烈的竞争被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称为开放的“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

（Greg，1986）。但多元理论在解释思想库时最关键的缺陷是：它并没有充分地解释“为什么

一些（思想库）这样做（加入利益集团）”（why some (Think tanks) do (to join in interest groups)）

（Donald，2002）的问题。在精英理论（Elite Theory）①中，思想库中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被

认为是政策精英，他们对政策的产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至于这些精英通过什么方式去影响

政策决策，多姆霍夫提供的解释是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的亲密纽带②。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精英理论无法说清楚为什么纽带关系就能和政策影响力相联系。而组织现实主义

（Organizational realist）国家理论（State Theory）③则与前面的理论相反，它认为国家具有自

主性，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参与者，思想库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成为最终的政策产出。

并没有证据表明国家采用了某项政策主张确实是某个思想库的努力的结果，而相反，国家的

意志还能影响思想库以及其它政策参与者（actor 或 participant）的行为。 

                                                       
① 这个理论可以追述到：（Wright, 1959; Thomas,1986; Thomas,1987;Thomas,2001） 

② 在对精英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后，多姆霍夫和戴伊发现，这些精英具有相似的家庭出身和教育、

相同的种族和性别、参加相同的俱乐部、去同一个地方度假等等，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亲密纽

带(William, et al.，1987). 

③ 它的代表人是 Theda Skocpol。她的观点散见于她的著作(Skocpol,1979,1995,1999,2003)：从《国家与社会

革命》（1979）、《美国的社会政策》（1995）、《民主、革命和历史》（1999）再到最近出版的《削弱的民主》（2003）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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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思想库的思路是将政策过程分别进行时

间和空间上的结构化，而同时考察思想库在政策过程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的作用与地位。在

时间上，政策过程的阶段理论的倡导者们将政策过程拆分成政策循环（policy cycle）中的各

个阶段（如：Franklin，1982；Ramesh，1995）。思想库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参与并影响着政

策过程的不同阶段。聚焦于议程设定阶段的多源流（multiple-streams）模型(Kingdon,1984,1995)

指出，思想库能够激发政策议程设定阶段中的政策源。在空间上，无论是西方政治的所谓“铁

三角”结构，还是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公众的参与，均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探讨。而理

解思想库影响力最流行最可量化的方法：思想库媒体引用（Media citation）和国会听证

（Congressional testimony）（如 Donald, 2002; Andrew, 2004）就是基于这一结构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但是，这些方法都无法用来解释思想库影响力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过去学者们的努力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思想库影响力，特别是他们无法回答为

什么有些思想库规模小但影响力反而很大的问题。本文希望建立一个便于定量地解释思想库

影响力的理论。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不仅在中观层面上关心思想库与其他成员的互动，而

且我们还在微观层面上强调思想库的核心能力。在这种思路下，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两大政

策过程理论将被我们继承并发展。本文的另一项工作是，运用这一结合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

的研究路径，探讨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机制。 

 

 

二、政策网络学派和知识运用学派 

 

本文试图用定量方法结合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这两个理论学派来解释思想库影响力的差

异问题。但这两个理论均存在一定缺陷，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在继承两者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

上，开发新的理论解释模型。 

政策网络学派（the Policy Network School）试图通过研究政策子系统（policy subsystems）

中不同个人和机构之间资源、信息、利益等的流动，以分析政策的演进过程。近几十年来，

政策网络学派的理论模型开发得相当发达。政策共同体 （Policy Community）（Wilks, et 

al,1987：296）、认知共同体 （Epistemic Community）（Emanuel, et.al 1992，Paul, 1997）、学术

共 同 体  （ Academic Community ）、 倡 议 联 合  （ Advocacy Coalition ） (Paul,1988; 

Jenkins-Smith,1993）、资助共同体 （Funding Community）(James, 1996)、问题网络 （Issue  

Network）(Hugh, 1978; Frans, 1992; Smith et al., 1991; Marsh, 1994)和全球公共政策网络 

（Global Public Policy Network）( Erik et al., 2000; Reinicke et al., 2000)等有关模型相继出现。

思想库是政策网络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在过去的文献中涉及到政策网络的各种模型主要以

网络的“功能”去定义，因此我们都可以将它们称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网络分析路径①。

功能主义政策网络使我们在研究思想库网络的作用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首先，功能主义

网络视角使这个领域变得非常混乱，不同的网络因界限不清而互相重叠。②第二，功能主义网

络造成在逻辑上的同义反复。研究者必须先精心挑选那些确实对该功能具有贡献的成员作为

研究对象，那么这些成员所构成的网络具有这样的功能就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第三，功能

主义网络不便开展定量研究。 

知识运用学派（the Knowledge Utilization School）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研究机构内的专家

如何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政策”。知识运用学派也在近 20 多年的发展中逐步丰富。从最初

                                                       
① 功能主义网络分析的思路并不仅是政策网络学派专有的。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中，也存在功能主义网

络分析的倾向。如林南就一再反对科尔曼（Coleman）按照功能给社会资本下定义的同义反复问题（Lin, 1999:35, 

2001: 35）,但林南自己给社会资本下的定义也带有功能主义的嫌疑。 

② 意大利学者波塞尔（Tanja A. Börzel）称这一现象为“巴比伦式的”（Babylonia）概念充斥着整个政策网络

的研究领域(Tanja A., 1998: 2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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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lan 的“两大群体理论”（Two Communities Theory）(Nathan, 1979)和 Weiss 的“启迪模

型”(Carol, et al., 1977)，到后来的经典行政模型（Classical bureaucratic model）、专家政治模型

（Technocratic model）、工程学模型（Engineering model）上述几个模型参见 Björn 的综述(Björn, 

1991:333-54 )，直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政策叙事（Policy Narratives）理论(Roe, 

1994)和政策话语（Policy discourse）(Frank, 1995; 2003; Maarten, 1995; 2003)等等。然而，知

识运用学派目前也存在两点不足。第一，过去研究的研究对象集中在专家的知识运用，而受

众的知识运用（包括知识的吸收和传递）过程也对知识成为政策的效率具有贡献。而且，专

家知识的受众不仅来自于政府内的政策决策者，还存在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阶层的政策

参与者。第二，学者理论构建的目的性过于明显——为了指导研究者倡导研究成果，因此他

们过于关注回答“如何做”的问题，而不去探讨“为什么”等问题。因此，大多数知识运用模型都

不具有解释因果关系的能力。 

鉴于上述两个学派的缺陷，在本文中，我们提出“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所谓结构主义

包括双层含义，一是“社会结构”：我们将思想库的所有知识受众拓展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

并根据社会结构对思想库影响力进行分解。我们再根据 Börzel 的思想，将政策网络视为一种

嵌入社会结构的特殊的治理形式（as a specific form of governance）(Börzel ,1998),二是“网络结

构”：我们用网络的结构参数来描述网络。我们将网络的功能作为嵌入结构的作用机理，这样，

在我们的结构主义研究路径中，我们有效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 

另外，试图将这两个理论流派结合并将它们应用于解释思想库影响力差异问题，我们必

须处理好两者之间互补性与竞争性共存的关系。一方面，互补性体现在，网络学派和知识运

用学派分别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政策形成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竞争性体现在，网络和知

识运用两者在决定思想库影响力差异的作用方面孰轻孰重，尚不得而知。但已经有学者发现，

思想库构建网络和运用知识的两种能力之间存在着相关性(Stone et al., 2001:16-17)，这种相关

性是否大到足以将这两个流派的理论合而为一也需要我们去验证。在本文中，借助本研究所

探讨的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决定因素的问题，我们试图回答上述理论问题。 

 

 

三、思想库影响力的结构化 
 

影响力是一种“软性”的权力，它必须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和行动来达到影响别人决策

的目的(Roger, 1982:224)。因此，我们可以将“思想库影响力”定义为思想库通过可观测到的行

为，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从而作出思想库希望得

到的政策决策的目标。 

为了客观地观测思想库的影响力，根据上文所提出的“结构主义路径”，我们采用 Galtung

的社会结构思路将思想库影响力分解为三个层次：决策（核心）影响力、精英（中心）影响

力和大众（边缘）影响力(Johan, 1965)。思想库的三层影响力分别对应的思想受众是政策决策

者、社会精英和媒体①。思想库的网络也可以相应地分解为政策决策者子网络、社会精英子网

络、媒体子网络。根据政策网络学派观点，这些子网各自具有复杂的功能，以帮助思想库实

现对政策的影响。思想库的受众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将知识不断传播到政策决策者耳中，成

为思想库实现政策影响力的间接途径。图 1 就显示了思想库通过在社会结构中的网络与知识

运用实现影响力的过程。我们将以图 1 中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在下文中对中国思想库及其在

政策过程中发挥影响力的机制进行细致阐述，并开展实证研究。 

                                                       
① 由于思想库没有直接与公众（边缘层）输出知识的平台，因此媒体在思想库实现边缘影响力时起到了桥

梁作用。思想库影响力分层结构的论述，请详见(朱旭峰&苏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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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机制 

 

中国思想库可以根据其体制结构分为两大类——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半官方思想库”和以

民办非企业法人、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为主的“民间思想库” (薛澜等,2006, Zhu, et al, 2007)。

半官方思想库是那些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

构。中国最著名的半官方思想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民间思想库没

有过多的政府背景，它们通过其它途径筹集到机构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如天则经济研究所

成立是的资金来自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卢跃刚)，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的种子资金

来自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Makiko,2000)等。 

在中国，除企业型研究机构以外，其它类型的思想库都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单位）。事业单位型思想库的挂靠单位是那些组建它们的政府机关和上级事业单位①。高校下

属思想库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它们所在的学校。而那些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是那些

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具有相关业务关系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②。思

想库与其挂靠单位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中国思想库所特有的一种网络关系：行政体制网。相

比较而言，半官方思想库与上级挂靠单位的关系更紧密，而民间思想库与挂靠单位的关系非

常松散。 

与挂靠单位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就是“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是中国过去计划经济和单位制

的产物，它在目前仍然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适用。思想库的挂靠单位不是政府机关就是事

业单位，因此中国思想库大多也是有行政级别的。我们可以把思想库的行政级别作为它们在

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网络地位”的指标。一般来讲，思想库的行政级别比自己的挂靠单位低一

级。 

一个合理的假定是，思想库是一种希望使其政策影响力最大化的组织，因此，每个思想

库会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以期通过最佳方式去影响政府决策(Abelson, 2002)。由

于中国两种类型的思想库天赋的资源特点的不同，它们影响政策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倾向性：

由于体制联系相对紧密，半官方思想库的研究成果首先考虑通过官方渠道向政府机构输出，

                                                       
① 如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挂靠单位是科技部。 

② 如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挂靠单位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长樊刚访谈），北京

信息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挂靠单位是北京市科委（本项目所发放的调查问卷 C-003。） 

图 1：政策网络、知识运用与思想库影响力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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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缺乏稳定而密切的行政体制网络，民间思想库总是期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社会交

往，向公众和社会精英输出研究成果，以期望间接地影响政策决策(Zhu et al, 2007)。从这一理

论解释出发，结合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的观点，我们有下面两个推论：(1)就两种类型的中国

思想库而言，行政体制网络给半官方思想库提供了制度化的与行政主管部门沟通的渠道。而

体现行政体制网特征的行政级别，则反映了机构表达思想的权威程度和接近决策核心的能力。

民间思想库侧重于影响社会，因而它们并不主要借助现有的行政体制网络去实现影响力。相

反，民间思想库的专家们所建立的个人网络比他们在半官方思想库内的同行们的网络更显得

重要。(2)作为社会思想的受众和思想库的外部环境，其他政策参与者们的知识获取、知识吸

收和知识交流能力对思想库的影响力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半官方思想库侧重于

直接向政府输出政策思想，因此它们受到其他政策参与者的知识运用能力的影响，比那些需

要借助社会边缘和社会中心来间接影响政策决策者的民间思想库要小得多。 

综合上述所有分析，我们有以下假设： 

假设 1：政策网络对思想库影响力是有贡献的。特别地，思想库的网络规模越大，其影响

力越大；网络地位越高，其影响力也越大。 

假设 2：思想库专家的知识运用能力对思想库影响力是有贡献的。 

假设 3：社会其他政策参与者的地区知识运用能力对思想库影响力是有贡献的，地区知识

运用能力只对民间思想库的影响力产生作用。 

假设 4：半官方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过程更具有行政体制网络关联度，而民间思想库的行

为更具有个人网络关联度。 

假设 5：比较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而言，思想库的规模（包括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对思

想库影响力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五、研究设计 

（一）问卷发放 

作者于 2004 年 9-11 月对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1 家思想库进行了调查

（CTTS2004）。本次调查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以 2003 年国家软科学调

查统计时登记的 1634 家软科学研究机构为基础，同时并入我们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数十家未

进入 2003 年统计的思想库（主要是一些民间思想库）。原始底册共有 1655 个机构。然后，我

们根据中国思想库的定义对其进行筛选，剔除了 531 个机构（主要是《全国软科学调查统计

报告》中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三类组织）。最后的底册数为 1124 家机构。本次调

查就是向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的全样本发放问卷。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1 家机

构回复了有效问卷。样本回收率为 26.78%。由于本次调查属于自愿反馈型抽样，因此样本的

代表性分析是验证本次调查是否科学的重点。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的样本代表性分析参见(朱

旭峰，2006)。 

（二）变量 

1、被解释变量  

思想库影响力（I） 

CTTS 2004 调查的重点是中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活动。思想库为实现影响力而作的努力可

以归结为“思想”和“人”的两种行为的输出（McGann,1995）。这里的“思想”主要是指依附于报

告、论文、专著中的思想，它们将最终传递到政府决策者手中成为政策与法律。而这里的“人”

主要是指思想库专家经常通过人际间的接触和交流最终实现政策思想的灌输。经过筛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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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了 2×3 的一个思想库影响力活动的指标矩阵（见表 1）。 

 

表 1：中国思想库影响力活动的指标矩阵 

载体 政策核心影响力 社会中心影响力 社会边缘影响力 

思想 中央/部门领导批示（I11） 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I21) 成果被媒体报道(I31) 

人 
作为专家接受政府邀 

请参加咨询会议次数（I12） 

受邀参加国内全国 

范围的学术会议次数(I22) 
接受媒体采访次数(I32) 

 

其中值得说明的有两个指标：(1)反映文字形式的决策影响力的指标是领导人对内容报告

的“批示”。我们在发放问卷前的调研中发现，领导对研究报告的“批示”在中国决策过程中的独

特地位。在中国，“批示”也就意味着“重视”、“采纳”、“处理”等政策行为的发生。所以，在中

国，思想库的内部研究报告获得“领导批示”是最直接表征其影响力的标志。①2）反映文字形

式的精英影响力的指标是发表“中文核心期刊”（the Chinese Core Journal）文章数。中文核心

期刊是权威机构根据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

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 7 个影响力评价指标的综合评定出来的。因此，在这类期刊上发

表文章的数量，既有量的成分，又具有国内认可的影响力的成分，符合我们选取指标的要求。

这一数据是从我们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而得到的。② 

在这里，我们采用分步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方法将思想库影响力的指标进行主

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第一步我们对第 i 层的影响力进行主成分分析，然

后再将三个层次的影响力进行第二次主成分分析。我们有下列思想库影响力因子的数学表达

式： 

2,1,3,2,1

:2

:1

2

1

==

=

=

å

å

ji

IIstep

IIstep

i

ii

j

ijji

d

d

                             （1） 

其中 I 为标准化后的总影响力因子。 j1d 为第 1 次主成分分析时的因子负载值的集合。

i2d 为第 2 次主成分分析时的因子负载值的集合；下标 i 和 j 分别代表社会结构的三个层次和

思想库在各层中文字与活动的两种影响力行为。 

2、自变量  

网络的规模（SN） 

决策者子网络：我们用思想库负责人认识的各个级别政府官员的人数作为决策者子网络

的规模。我们设计了四个问题：“认识省部级以上官员人数”，“认识司局地级官员人数”和“认

识其他政府机构人员和其它单位负责人人数”。这里的“认识”，我们在问卷中规定：“最低条件

                                                       
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相对特殊，为尽量避免影响被调查者的正常工作，问卷设计

得尽量简洁，希望被调查者能在 2 分钟之内回答完所有问题。因此，一些问题的设计是比较粗略的。比如针

对“领导批示”指标，我们并没有对“领导”进行细致的分类，如哪个级别的领导或中央还是地方的领导等等。

因为细分后问题回答起来难度过大，容易使受访者放弃填写。 
②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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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见面后，第二次见面时可以交谈”。我们将网络中认识人数分成不同的五档：10 人以

下、10 人到 50 人、50 人到 100 人、100 人到 200 人和 200 人以上。回收数据中分别取每一档

的中位值，分别定义为 5、30、75、150、200。 

社会精英子网络：我们用负责人的参加学术或社会组织的个数来表征其社会精英网络的

规模。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除了在本机构任职外，其它社会或学术兼职有多少个？”和“除

了在本机构任职外，您参加的其它社会组织有多少个？”。 

媒体子网络：我们用思想库负责人认识的新闻媒体单位人员的人数作为媒体子网络的规

模。指标值的设计同“决策者子网络”。 

上述指标同样体现了人的网络状态，一是在社会联系中的人际网络，二是个人作为社会

组织成员的稳定联系。我们考察思想库负责人所拥有的网络规模时，不能简单地将各个分指

标相加，这是因为认识不同人群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又由于认识不同人群的个数

相互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必须将这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我们采用计算思想库影响力因子类

似的方法，对网络规模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一步，我们将表示人际网络规模的决策者子网和

媒体子网的四个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同时将表示个人作为社会组织成员身份的精英子网

的两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二步，我们再将两个合成后的因子进行第二次主成分分析，

得到总的网络规模因子。 

EMD

j

jEjE

M

i

iDiMD

SNSNSNstep

ji

SNSN

SNSNSN

step

22,21

,1

14,1,

:2

2,1;3,2,1

:1

qq

q

qq

+=

ï
ï

î

ï
ï

í

ì

==

=

+=

å

å

           （2） 

网络地位（ST） 

我们用机构的行政级别（其实基本上也就是机构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作为思想库所在网

络的地位的指标。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离散的 4 个值：“部级或以上”、“司/局/地”、“处”、“处

级以下或无”。我们将前两类级别合并为“局级和局级以上”，定义为 1，后两类级别合并为“处

级和处级以下”，定义为 0。 

知识运用的能力（KU） 

思想库专家的知识运用（NUT）：我们用负责人的“学历”和“是否具有海外学历”作为评价

该思想库专家的知识运用能力①。我们假设学历越高，专家的知识运用能力就越高，而且从海

外学成归国的专家更具有知识运用的能力。学历分为三个水平：博士、硕士和硕士以下。我

们将“硕士以下”作为虚拟变量。对于海外学历，是=1，否=0。 

其他政策参与者的知识运用能力（KUP）：我们用世界银行的“知识发展水平”的概念来表

征作为思想库环境的所在地区各社会阶层政策参与者的知识运用能力②。对于中国不同地方的

知识发展水平的测量，我们采用胡鞍钢和熊义志计算的 1998 年地区知识发展指数（KDI）作

为地区知识发展水平的指标③。 

                                                       
① 在中国，职称也是反映专家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研究人员的职称分为教授系列和研究员系列，从高到

低分为高级、副高级、中级等）。但是由于在中国，职称是根据组织规模和级别按“编制”进行分配的，所以“职

称”是机构的规模和级别，研究人员的学历和工作年限的比较严格的函数，而不能作为专家个人的独立变量。

因此，在我们反映知识运用能力的变量中，没有采用职称作为描述知识运用能力的指标。 

② 它反映的是指定地区全社会的知识获取、知识吸收和知识交流能力（World Bank: 1999）。 

③ 指标设计与计算详见：（胡鞍钢，1999），后来，他们又在 2003 年对指标进行了修正，（胡鞍钢&熊义志，

2003），我们这里采用他们最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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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思想库的经济规模：2003 年思想库和政策研究相关的支出，单位为万元。 

思想库的人力规模：我们用该机构的研究人员数量测量思想库的人力投入。其中研究人

员分为全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在这里，我们不妨设兼职研究人员相当于一半全职人

力，从而我们有下列公式： 

综合研究人员数量=全职研究人员数量+0.5*兼职人员数量         （3） 

思想库体制类型：普遍认为政府更倾向于采纳具有官方背景的思想库的意见①，因此，思

想库的体制类型是一个值得考察的控制变量。在问卷中，我们询问政策专家所在机构的体制

类型是什么。事业单位（半官方思想库）=1、民间思想库=0（包括民办非企业、企业、高校

下属机构）。 

思想库成立时期：从常识上来讲，研究机构历史越悠久，影响力应该越大。鉴于中国思

想库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Lan Xue et al., 2007: 27, 452–464)，我们将思想库成立时间分

为三个时期 1977 年以前，1978-1989，1990 以后三个时期。1978 年以前作为参考值。 

（三）模型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 5 个假设，我们设计了两组多元线性模型。 

整体模型（Overall model）： 

exgba ++++= PT KUKUSTSNI              （4） 

体制模型：（Institutional model） 

{ }CSj

KUKUSTSNI jjPjTjjj

,

2222

Î

++++= exgba
    （5） 

在上式中，SN，ST，NUT，NUP，D，E 和 M 的意义如前所述。S 和 C 分别表示中国思想

库的两种体制类型：半官方思想库和民间思想库。 ba , 和g 下设有下标 1 和 2，以区别分层

模型和体制模型。e 是随机误差项。 

 

 

六、实证结果 

 

我们对实证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估计，对本文提出的 5 个假设进行验证。 

表 3 报告的是公式（4），网络与知识运用对思想库影响力贡献的整体模型。在模型中，

我们将半官方和民间两大类思想库合成一个整体来对待。我们设计了两个模型。模型一是将

所有控制变量引入模型，这些变量包括经济规模、人力规模、机构类型和成立时期。模型二

是在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再引入自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模型一可知，在不考虑政策网

络和知识运用这两个因素的情况下，只有人力规模对思想库的影响力具有一定贡献，而其他

变量的贡献均不显著。而从模型二可知，一旦我们引入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这两个主要因素，

所有控制变量的贡献均变得不显著了。而网络规模和网络地位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均非常

显著（显著性水平 P<0.001）。在各知识运用指标中，机构负责人具有博士学位对思想库影响

力的贡献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 P<0.001）；代表思想库的受众知识运用水平的地区知识发展

指数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也相当显著（显著性水平 P<0.01）。因此，假设 1、假设 2、假设
                                                       
①如《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等对中国民间思想库的问题有过报道，参见（孙亚菲, 2004a; 2004b; 张曙

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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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前半部分、假设 5 均得到成功验证。 

 

表3：网络与知识运用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整体模型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政策网络     

网络规模因子   .406*** (.409) 

网络地位     

局级和局级以上   .538*** (.211) 

处级和处级以下     

知识运用     

博士   .443*** (.207) 

硕士   .142 (.063) 

硕士以下     

海外学历   -.021 (-.007) 

地区知识发展指数   .001** (.155) 

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 .000 (.068) .000 (.009) 

人力规模 .002+ (.130) .000 (-.022) 

机构类型     

半官方思想库  -.022 (-.011) .077 (.039) 

（民间思想库）     

成立时期     

1990- -.107 (-.054) -.323 (-.163) 

1978-1989 -.040 (-.020) -.121 (-.060) 

    -1977     

模型其他值     

常数项 -.020  -.279  

方程决定系数(R2) .037  .365  

调整后的R2 .018  .337  

F值检验 1.921+  12.817***  

思想库个案数 301  301  

 

注：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因变量为思想库“总影响力因子”。表格中数据为回归系数，括号内数据为

标准化系数。+：<0.1；*：P<0.05；**：P<0.01；***：P<0.001（单边检验） 

 

表 4 报告的是公式（5），网络与知识运用对不同类型思想库影响力贡献的模型。在表 4

中，我们分别展示了 161 家半官方思想库和 140 家民间思想库的影响力决定因素。比较表 4

中的两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网络地位的行政级别对半官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相当

显著（显著性水平 P<0.01），而这一指标对民间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则较为有限。相反，代表

思想库的受众知识运用水平的地区知识发展指数对民间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相当显著（显著

性水平 P<0.01），而该指标对半官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几乎不存在。因此，假设 3 的后半部

分和假设 4 均得到成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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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网络与知识运用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体制模型  

自变量 半官方思想库  民间思想库 

政策网络     

网络规模因子 .366*** (.358) .426*** (.440) 

网络地位     

局级和局级以上 .639** (.271) .523+ (.171) 

处级和处级以下     

知识运用     

博士 .419* (.166) .486** (.255) 

硕士 .192 (.077) .163 (.079) 

硕士以下     

海外学历 .265 (.075) -.253 (-.099) 

地区知识发展指数 .000 (.064) .001** (.274) 

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 .000 (.022) .000 (-.111) 

人力规模 -.001 (-.046) .003+ (.169) 

成立时期     

1990- -.261 (-.112) .213 (.102) 

1978-1989 -.205 (-.098) .482 (.221) 

    -1977     

模型其他值     

常数项 -.122  -.984*  

方程决定系数(R2) .379  .412  

调整后的R2 .330  .357  

F值检验 7.745***  7.556***  

思想库个案数 161  140  

 

注：因变量分别为半官方思想库和民间思想库各自的“总影响力因子”。表格中数据为回归系数，

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化系数。+：<0.1；*：P<0.05；**：P<0.01；***：P<0.001（单边检验） 

 

综上所述，根据问卷回收数据，本研究所提出的所有假设均得到成功验证。另外，需要

指出的是，表 3 和表 4 中各模型中，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不超过

5。这表明各变量间未出现多重共线性。而本文一开始提请注意的网络和知识运用两者之间存

在一定相关性的问题也得到了澄清。两者间的相关性还不足使两个变量进行合而为一的消维

处理。 

 

 

七、结论 

 

本文开发了一个解释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在本研究中，作者继承和

发展了“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两个学派的思想，将思想库影响力按照社会结构进行解构，从

而较系统地梳理了决定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各个因素。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论证了决定中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能够影响政策的最重要因

素是思想库所具有的政策网络和知识运用能力。相比较而言，社会上普遍认为的思想库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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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经费、人员规模、机构类型和机构历史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贡献都几乎可以忽略。中国现存

的两大类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半官方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过程更具

有行政体制网络关联度，而民间思想库的行为更具有个人网络关联度。而我们还发现，社会

其他政策参与者的地区知识运用能力只对民间思想库的影响力产生作用。 

这些研究发现为中国政府制定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相关政策具有启发意义。首先，

思想库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工具而受到关注。所有那些阐述思想库重要性

的学术论文和政府文件都倡导中国政府决策“应该”广泛听取政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是，

真正实现思想库的政策决策参与不仅需要政府的决策者转变思路，更需要政策专家们自身的

努力。其次，本研究发现，反映研究机构规模的人员和经费在引入其它相关变量后，其对思

想库的政策影响力方面并无多大影响。我们建议政府鼓励和扶持小型政策研究机构，因为小

型政策研究机构在经费和人力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作用其实效率更

高。第三，政府希望更大程度地获取专家知识，仅从转变思路是不够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

与政策专家的交流平台和网络体系，建设各个领域的专家库，同时“走出去、请进来”，搭建

起与政策专家的广泛联系。第四，本研究证明，具有高学历和研究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学

者确实可以促进思想库发挥影响力，因此，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思想库专家是当前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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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影响力和网络的因子分析 

首先，我们将反映思想库影响力的 6 个指标进行分步因子分析，分别获得了中国思想库

总影响力因子。根据标准化后的结果，所有思想库的总影响力因子的平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最小值为-0.973，最大值为 4.792。我们从图 2 中可以直观了解 301 家思想库影响力因子的分

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总的分布严重向低值倾斜，说明中国思想库总体影响力水平较小

的思想库占多数，占 65.0%。 

 

 

 

 

 

 

 

 

 

 

 

 

 

 

 

 

 

A．决策（核心）影响力因子分布 

 

 

 

 

 

 

 

C．大众（边缘）影响力因子分布 

B．精英（中心）影响力因子分布 D．思想库影响力因子分布 

图 2  思想库影响力的因子分布  

 

其次，我们再将网络规模统计量进行分步的因子分析，得到思想库的网络规模因子。我

们可以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所有受访思想库的网络规模因子的分布情况。根据标准化后的结果，

所有思想库的网络规模因子的平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最小值为-1.676，最大值为 5.544。从

图中可以看出，思想库网络规模因子从总体上来看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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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思想库网络规模的因子分布  

（二）统计量描述 

表 2 报告的是除了思想库影响力和政策网络规模以外的其他相关变量的统计量描述。从

表 2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思想库发展的一些规律。如半官方思想库在网络地位方面较民间

思想库更具有优势；而民间思想库的负责人的学历往往比半官方思想库的负责人高；半官方

思想库在经费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比民间思想库具有较大优势。最后，大多数半官方思想

库是在 1978~1989 年成立的，而大多数民间思想库是在 1990 年以后成立的。 

表2：中国思想库其他相关变量统计量描述  

 所有思想库 半官方思想库 民间思想库 

机构类型    

有效数 301 161 140 

网络地位（行政级别）    

有效数 300 161 140 

部级或以上 1 1 0 

司/局/地级 53 40 15 

处级 191 100 91 

处级以下或无 55 20 33 

负责人学历    

有效数 301 161 140 

博士 94 34 60 

硕士 78 35 43 

硕士以下 129 92 37 

负责人是否具有海外学历    

有效数 301 161 140 

是 38 15 43 

否 263 146 117 

经费支出    

有效数 269 145 124 

最小值 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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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8500 8500 1500 

平均值 192.45 283.83 85.60 

标准差 700.39 922.73 225.09 

综合研究人员数量    

有效数 295 157 138 

最小值 0.5 .5 3.0 

最大值 600.0 600.0 600.0 

平均值 36.537 42.376 29.895 

标准差 65.807 74.42 53.88 

成立时期    

1990- 142 42 100 

1978-1989 128 93 35 

    -1977 24 22 2 

 


